
 

肯定性理性思维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困境
——唯理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悖论基础

朱富强
（河南大学 中国经济学研究中心，河南 开封 475004；中山大学 岭南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

摘    要： 西方社会有两种理性主义传统：（1）否定性理性，它逐渐转化为演化理性主义；（2）肯定性

理性，它逐渐衍生出了建构理性主义。但是，肯定性理性思维不断膨胀而成为西方文化的基本特质，现

代主流经济学就根基于肯定性理性主义思维之中。肯定性理性有两大内涵：（1）对人类理性的肯定；（2）对

社会现实的肯定。相应地，现代主流经济学就内含了唯理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进而

产生了理论思维和政策主张之间的逻辑悖论。其实，人类理性本质上是否定性的，体现为对现实存在的

观察以及发现现实问题的能力；但是肯定性理性将思维和实在统一起来，从而体现了人类思维的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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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　言

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基于特定的理性选择框架对现实世界作“我向

思考”式的现象解释，由此还构筑了一个坚固的解释共同体，进而极力排斥或漠视经济学其他

流派、社会科学其他分支以及社会大众的批判。
①

在这些新古典经济学人看来，那些人之所以

批判和否定新古典经济学，主要在于他们并没有真正理解新古典经济学的真谛，进而以情绪、

价值观以及意识形态而非科学来误导大众。
②

果真如此吗？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沾沾自喜于理

性分析框架，但是这种理性思维导致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和政策之间内含着深刻的紧张和

冲突：一方面，它热衷于运用理性来构建最优化模型并由此进行制度设计，这是革命主义的；

另一方面，它又热衷于对自然秩序的探究并由此大肆宣扬自生自发市场，这是保守主义的。那

么，这种逻辑明显相悖的学术取向和政策主张为何会存在于同一学说之中呢？究其根本，就在

于现代主流经济学所根基的理性思维特质，它是一种肯定性理性。

一般地，肯定性理性包含了相互否定的两大内容：（1）对人类能力的肯定，这为社会改造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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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设计提供支持；（2）对社会现实的肯定，这为承认现实和遵从现有制度提供依据。进而，肯

定性理性的这两方面内容也将现代经济学研究引入两类认知思维的误区：（1）人类理性具有一

种无限接近客观真理的“科学”能力，并体现为自洽性逻辑的严格推理，由此也就导致“科学主

义”的膨胀；（2）在现实世界的多维性和复杂性理性能力之内“发现”秩序的一些片段，而无法洞

察全部秩序，更不可能设计秩序，由此陷入“神秘主义”的窠臼。
①

显然，这两种倾向在现代经济

学研究中都非常明显：科学主义导致对数理逻辑的滥用，神秘主义导致对自然秩序的盲从。由

此可见，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症结恰恰在于其哲学思维和研究框架而非具体的分析工具：它嵌入

在肯定性理性思维之中，从而在根本上看不到现实世界中的问题存在及其实质。也就是说，现

代主流经济学的根本问题就在于其分析思维及其相应的方法论，因为它极力维护的实质性东

西都是其方法论上的具体立场。

既然如此，现代主流经济学又是如何根植于肯定性理性思维之中的呢？这种肯定性理性思

维对人类认知和社会发展已经并且将继续产生何种后果呢？确实，我们无法依凭单一的理性思

维和逻辑推导就可以识得有关人类世界的真理，相反，它往往更依赖于人的长期内省和体悟；

同时，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将现实世界及其发展神秘化，相反，它往往依赖人类理性能力来理解

和把握。进而，这就带来新的问题：究竟应该如何理解人类的理性？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和政策

研究应该嵌入何种理性思维才会更趋合理？这又涉及人类理性之根本特征的认识。有鉴于此，

本文尝试作这样几方面的探索：（1）源自西方社会的理性主义是如何孕育和演化的？（2）嵌入

在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性思维具有何种特性？（3）肯定性理性如何型塑了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及

其政策主张？对这些问题的深入剖析，将有助于突破现代经济学的认知论和知识论禁锢，进而

有助于重新将经济学引入更为合理的发展方向。

二、  西方理性主义的两大传统

我们首先考察一下理性思维的起源，这在西方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一般认为，理性思维源

于古希腊的自然哲学流派，从而嵌入了深沉的自然主义因子。简要说明如下：（1）西方原初的

求知动机是出于好奇心而对自然世界展开探索，在对自然结构和自然规律的探索中，自然哲学

派学者把自然世界看成是一座以物质性的东西为建筑材料的巨型大厦，这奠定了古希腊人对

科学和理性的最初理解；（2）随着希腊城邦生活的稳定和城邦制度的健全，自然哲学流派的思

想就逐渐被一群智者运用到对生活世界和社会问题的思考中，他们在人类社会中划出一个高

于人为法的自然法领域，把自然法视为本源且具有普遍必然的有效性。

（一）多元而批判的理性主义传统

在西方，早期古希腊哲学家对人类认知能力持有这样的基本看法：一方面，人具有发现有

关自然科学知识的能力；另一方面，人的理性又不是全能的，尤其道德和政治问题难以像宇宙

问题那样凭借理性加以鉴别。为此，古希腊哲学家往往专注于研究知识的性质、推理的方法

（论理学）和推理的工具（演说术）。同时，在用推理方法对所有事物作潜心检验的过程中，古希

腊哲学家逐渐养成了自主追索和相互讨论的学术精神，进而也塑造出自由交流和良性竞争的

学术风气。纵观古希腊自然哲学家的著作，其中就充满了存在、非存在、运动、一和多、同一性

以及矛盾等术语，所使用的方法也具有明显的开放性和多元性；
②

随后，智者学派则进一步发

扬了自由思辨和相互辩论的传统，如由苏格拉底派生出了后来的众多哲学流派。关于早期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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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的基本特点，这里从三方面加以具体说明。

首先，就理性的源泉而言，可以追溯到“宇宙论时期”的自然哲学流派。当时存在着爱奥尼

亚学派、埃利亚学派、毕达哥拉斯学派、赫拉克利特学派以及原子论学派等多种流派的竞争，

而各流派在争论的同时也相互吸收、相互补充。譬如，塞诺芬尼就将爱奥尼亚传统带入了埃利

亚学派之中。同时，除了毕达哥拉斯学派强调尊重权威和长者以外，其他学派内部也存在不同

的争论；相应地，即使对那些宗师的学说，门徒们也尝试进行变更和修正，力图提出新的观点

和直率的批判。一个明证就是，被称作希腊哲学奠基人的泰勒斯就其学说告诫学生说：“这就是

我看待事物的方式，也是我相信那是何物的方式，而你们要试图改进我的教义。”相应地，泰勒

斯的学生阿那克西曼德在泰勒斯还活着的时候就公然对其思想进行批判。
①

例如，泰勒斯把水

视为万物的原始要素，但阿那克西曼德则认为，万物的本质或要素不是水而是无限，无限是一

种无穷无尽充满于空间的活泼的质料。进一步地，阿那克西曼德的学生阿那克西美尼又把这种

无限归结为空气。同样，在第二代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和巴门尼德之间也展开关于一些基本

预设的争论：赫拉克利特认为变化构成了宇宙的真正生命，并把永生的“火”视为有机体根本的

基质和灵魂的本质；巴门尼德则坚决认为事物的基质是永恒不动的，进而把“存在”视为事物的

原始。

其次，就理性的运用而言，可以追溯到“人类学时期”的智者学派。智者们主要是以在各地

讲学为生，为了吸引听众当然也就会相互辩论；因此，这些智者不但发展了“辩论术”的知识，

而且还进一步发展出了以人自身存在为基础的思辨传统。事实上，赫拉克利特就说：“人不能两

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其学生克拉底鲁则进一步认为，“人连一次也不能踏入同一条河流”。显

然，这否定了静态看待世界的思维，而强调了社会事物的变动性和发展性。进一步地，随着智

者学派的兴起，整个古希腊都掀起了求知的欲望，承认知识的相对性和自身的不足也成为当时

的基本风气。譬如，第一位把自己称为“智者派”的思想家普罗塔哥拉就以“人是万物的尺度”这

一名句表达了认知的相对性，这把人在自然中的存在提高到从来没有的高度，由此凸显了认知

的主体性意识，强调只有主观意识而无客观真理。

最后，就早期学术思维而言，可以集中体现在前苏格拉底思想家对知识的认知上。作为古

希腊思想的中心人物，苏格拉底一再强调自己的“无知”，认为“承认无知乃是智慧之源”，并把

“认识你自己”规定为哲学家的基本使命。为此，苏格拉底在教学时主要采取讨论的形式，并且

一般都不会形成某种定言的结论，而只是说明某种固定的意见是不可靠，而真理是很难决定

的。同时，苏格拉底认为，知识和结论往往是从对话中来的，而在对话开始之前并不存在一个

确定的现成观点，而是在对话过程逐渐逼近真理，进而使得事物本体在对话过程中得以显示出

来。实际上，苏格拉底的知识大多是在大街上、市场里以及运动场里通过与不同人的谈话和讨

论而获得的，特别是通过质疑和反驳智者学派的论点而逐渐成熟的。因此，海德格尔就认为，

正是在前苏格拉底思想家身上，首先发现了一种把存在作为生长的而非形而上学的经验。当

然，不同于智者学派强调只有相互对立的意见而没有真理的观点，苏格拉底强调，诚然思想有

差异，但学者的任务就是要在对立的意见中找到一致的地方，从而形成大家所依据的共同基础

和共同原则。

（二）一元而肯定的理性主义转化

经过人类学时期的过渡，古希腊思想逐渐从宇宙论时期发展到体系化时期，理性思维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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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开始了从批判性到肯定性的转化，不仅形成了对政治、法律的一整套观念，而且衍生出了建

构理性主义思维。其原因在于：（1）古希腊的认知思维本身就起源于自然界，从而试图依据自

然秩序来认识和构建社会秩序；（2）人类学时期的智者已经开始运用自然主义思维来思考法律

的建立和施行问题，进而试图依据权力来解释和设计社会制度；（3）尤其是，体系化时期的哲

人进一步运用理性来认识和阐述自然法（规律），其中，柏拉图设计理想国时就充分运用了理

性思维，后来亚里士多德又以本体论的形式将理性加以升华。关于体系化时期的理性主义转

变，这里也从三方面加以具体说明。

首先，就理性的基因而言，自然哲学流派本身带有强烈的归一论思维和自然主义发展观。

（1）归一论思维强调，世界由物质构成的，同时社会又具有变动性。例如，赫拉克利特就把世界

设想为一切事件或变化或事实的总和而不是一切事物的综合，所谓“万物皆流，无物常驻”；而

且，一切物质实体（无论是固体、液体还是气体）与其说是物体，不如说是过程，它们都是火的

变形。（2）自然主义发展观强调，尽管自然世界是变动的，但变动本身依据一定的发展规律。例

如，赫拉克利特就强调，世界上的每一个法则特别是“火”本身都依据一个明确的法则而发展，

它是一个不可改变的、不可抵制的法则，这类似于现代自然法观点或者现代历史主义的进化

法则。

其次，就理性的运用而言，智者学派通过对自然法的诠释而在生活世界发展出“人为创造”

和“强权即公理”的法律学说。（1）“人为创造说”将法律视为人为创造的而不是恒定不变的，不

但为权宜和便利而制定，而且可以根据人的意志而更改。特别是，一旦立法之权或者司法之权

被某一利益集团控制，那么，就没有其他手段来阻止这些掌权者借以打击其对手而维护自身的

权力。（2）“强权即公理说”把“强者权利”上升为自然法的一部分而得到肯定，进而也就将法律

视为强者为了增进其自身利益而制定的。事实上，按照自然法原理，生物界和人类社会根本上

都存在等级秩序，这种等级秩序的基础就是强者拥有对弱者的先天优势。不过，自然法又认

为，在人类社会中弱者总是占多数，因而人类法则往往就由弱者和多数人制定，进而也就使得

法律总是试图促进人类平等。不过，对照现实世界可以发现，拥有强权的早已不再是人口占多

数的弱者，而是人口占少数的帝王及其他统治者，为此，“强权即公理说”实际上也蜕变为统治

者意志的体现。例如，当时的智者斯拉雪麦格（Thrasymachus）就强调，法律乃是握权在手的人

们和群体为了增进他们自身的利益而制定的。

最后，就学术思维的转化而言，这集中体现在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期的思想家们对人

类理性能力的认识上。（1）柏拉图在承袭赫拉克利特有关“宇宙是世界过程中各种事件的预定

秩序”的历史主义思想之基础上，始作俑地把理性意识从人类精神中分化出来并赋予其至高地

位。事实上，尽管柏拉图倡导人治，但这种人治也是以人的高度理性为基础的，是高度的建构

理性主义的直接应用。（2）亚里士多德则进一步指出，任何事物、任何运动或变化都存在一个

终极原因，即“目的因”，它是运动所要趋向的目标。显然，这承继了柏拉图将正义理论扩展到

宇宙的做法：不仅在社会中每个不同等级的公民都有其自然的地位，而且物理世界也存在相似

的等级和种类。正是受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影响，批判的理性主义在西方社会逐渐式微了，

取而代之的是具有越来越强烈的先验色彩的肯定理性，进而导致建构理性主义传统得到了不

断充实和发展。实际上，无论是康德、黑格尔还是马克思，都认为社会有机体中的各要素都朝

着一个目的（有意识的目标）而运作；尤其是，黑格尔还发展出了一种具有目的能力型的社会

发展理论，它将人们的生产性活动抽象为目的能动性的范式：一个活的有机体经历其生命的诸

阶段时也正在实现着它的存有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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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肯定性理性思维的特点和发展

从起源学上可以看出，古希腊开创出了两种理性主义传统：一是在宇宙论和人类学时期占

主导地位的多元的和否定的理性；二是在体系化时期占主导地位的一元的和肯定的理性。事实

上，作为人类学时期的核心哲学家，苏格拉底就兼具两种理性思维：一方面，他往往采取讨论

的形式而不倾向于形成某种定言的结论，这种批判传统被色诺芬继承；另一方面，他又力图在

对立的意见中寻找一致并形成大家所依据的共同基础和共同原则，这种演绎思维被柏拉图强

化。问题在于，根基于自然哲学流派的古希腊思维根本上将自然和社会都视为可被人的理性所

认知的结构，相应地，肯定性理性思维就逐渐成为西方文化和学术的基本特质，进而也就偏离

了苏格拉底的批判性传统。

（一）两大理性思维的特性比较

一般地，否定性理性具有这样两大基本内容：（1）承认人类理性存在不足，人类理性并非全

能，从而也就难以完全洞察自然以及更为复杂的社会问题；（2）承认现实世界的不合理性，理

性就是对真理和谬误进行识别的一种机能，作为一种潜能的“非存在”是对“存在”的一种威胁。
①

在否定性理性看来，现实存在的并非就是真理，由此就产生“to be”与“should be”之间的紧张；

相应地，人类理性就是对实在的真理性进行识别的一种机能，从而体现为明显的批判主义思

维。进而，理性的“否定性”还派生出这样三大特征：（1）否定性与多元性相通。否定性理性认

为，本质的潜能意味着不同于既定行为领域中的诸多可能性，由此衍生出社会发展和理性认知

的多元主义。（2）否定性与演化性相通。否定性理性注重事物演化并承认人性发展，由此就逐

渐转化为演化主义。（3）否定性与经验性相通。否定性理性强调理性来自人伦日用和社会互

动，由此往往转化为经验主义。正因如此，基于否定性理性就塑造出了矛盾的、辩证的和批判

性的双向度思维模式。
②

与此不同，肯定性理性则具有这样两大基本内容：（1）肯定人类的理性能力，这种理性能力

不仅可以自我认识，进而可以将社会现实转化为一种可以依凭理性加以认识的结构；（2）肯定

现实的合理性，它认为存在比非存在更为可取，从而将真理和现实存在等同起来。这样，按照

肯定性理性思维，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在“理性=真理=现实”公式下得到统一，从而就肯定了现

实的合理性；
③

相应地，人类理性的作用也就在于揭示实在的真理性，从而具有明显的伦理自

然主义思维。进而，理性的“肯定性”也派生出这样三大特征：（1）肯定性与一元性相通。通过形

式逻辑和实证逻辑将经验世界变成肯定性思考对象，从中就衍生出社会单向演进的一元主义。

（2）肯定性与建构性相通。肯定性理性强调对事物本质的认知和社会秩序的塑造，从中就逐渐

衍生出建构理性主义。（3）肯定性与先验性相通。肯定性理性强调理性是人生来俱有的，从而

往往就会转化为先验主义。正因如此，基于肯定性理性就塑造出了没有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

性的单向度思维模式。

最后，就历史起源和发展来看，否定性理性相对于肯定性理性出现得更早，但西方社会的

理性思维后来呈现出从否定性到肯定性、从演化到建构的发展趋向。之所以如此，就在于西方

理性主义思维根本上源自对自然事物的探索和理解，从而凸显出人的理性能力。进而，古希腊

理性根本上就体现为这样四大原则：（1）只有经过彻底批判性考察的证据和推理才是可以接受

的真理，而不应盲从信仰、偏见、习惯和其他任何非理性的信念；（2）现实呈现出一种可以依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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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理解的结构而是可知的；（3）理性也昭示出自我认识的可能性和重要性；（4）理性还体现

为合理选择手段和目的以指导自身行为的能力。尤其是，通过“体系化时期”的学术建构，否定

性理性主义就逐渐式微，而肯定性理性主义则不断膨胀，最终取得了支配地位，进而也就奠定

了西方社会的基本思维特质。

（二）肯定性理性思维的扩张

在古希腊的体系化时期，西方理性开始了由否定性向肯定性的快速转变。这主要有这样几

个过程：首先，柏拉图将理性意识从人类行为中分化出来而成为一种独立的精神功能，并开创

了一种先验的新“宗教”（理想国）；其次，亚里士多德以本体论方式强化了柏拉图的理性主义，

把理性看作人类品格中的最高部分，科学、哲学、形而上学等成了理性的代名词，进而以逻辑

强化了柏拉图的建构理性主义；最后，中世纪进一步复活了亚里士多德的理性逻辑，从而支配

了启蒙运动以后的西方哲学和宗教。正是经过这种转变，西方思维日益呈现出唯理性的特质，

并促使建构理性主义的蓬勃发展。

同时，古希腊之后的两千多年间，肯定性理性思维也一直在向基督教教义和西方社会进行

渗透和扩散，从而也成为西方文化的基本特质。其主要包括这样几个重要阶段：（1）4世纪奥古

斯丁借助于希腊形而上学概念而把原始基督教义发展为一个完整的阐释体系，建立了接近于

新柏拉图主义的系统的道德哲学体系；（2）12世纪的经院科学革命重新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

挖掘出了理性思维，从而开启了经院科学革命；（3）13世纪中叶阿奎那将圣经、神父的教义和亚

里士多德的注疏组合起来而使得亚里士多德的理性思想与基督教的信仰相一致，从而把理性

先验化了，并把先验理性推向了新的高度；（4）15世纪的文艺复兴和18世纪的启蒙运动使得西

方社会重新复活了古希腊的理性主义传统，不仅将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与教会思想相分离，并且

使得源于古希腊的建构理性全面支配了西方的哲学和世界观。

最后，正是由于西方哲学思维在源头上就是形而上学的，理性不仅支配了西方人的生活，

而且还为个人主义夯实了基础，进而构成了现代经济学的哲学和方法论基础。尤其是，随着自

然科学与工程学的巨大成功，主流经济学开始刻意地模仿自然科学的研究思维和分析工具，从

而也就使得现代主流经济学嵌入了深深的肯定性理性。事实上，嵌入在现代经济学思维中的自

然主义和肯定性理性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1）还原论思维。各种形态的自然物体根本上都可

以还原为原子、分子等基本粒子的作用，相应地，纷繁芜杂的社会现象也可以化约为个体行为

者的作用，而个人行为又可以进一步还原为动物性本能乃至基因的作用，这样，人类行为就与

一般动物的本能反应等同起来。（2）个体主义和普遍主义思维。自然界中各自然物体都是独立

的，相互之间的关系也是普遍性的，相应地，人类社会中的各种社会事物也应该被视为独立

的，相互之间的关系也应该具有普遍性，这样，人类社会秩序的分析也就广泛运用普遍主义和

个体主义思维。
①

（3）均衡主义思维。自然和谐是一种均衡状态，因而均衡也是经济学追求的理

想状态。（4）伦理自然主义哲学观。自然界存在“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生物学规律，人类社会

也存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人类学规律，经济学就发展出似乎（as if）假说为现实的合理性进行

辩护。

四、  现代主流经济学思维内在的矛盾与紧张

肯定性理性有两大内容，由此衍生出的社会认识就嵌入了严重的矛盾性，进而产生了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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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内在紧张关系。（1）肯定性理性思维强调对人类理性的肯定，尤其认为人类理性可以

洞察杂乱无章世界背后的明晰秩序并设计出完美秩序，从而产生了唯理主义。显然，这种思潮

促使现代主流经济学通过抽象的理性建模来设计理想的社会，倾向于在组织中追求最高程度

的政治自由和政治文明，乃至成为社会变革和经济计划的理论基础，而不再关注和提防理性的

弱点，最终陷入哈耶克所警告的建构主义的“致命的自负”。（2）肯定性理性思维强调对现实世

界的肯定，尤其将自由竞争市场所呈现出的视为展示上帝意志和理性精神的自然法则和正义

秩序，从而产生了社会达尔文主义。显然，这种思潮将使得我们丧失对现实世界好坏的辨识

力，倾向于将社会存在和社会制度合理化，乃至对周遭现实采取毫无批判的接受态度，而不再

思考去追求一种更高水平的生活和文明，最终陷入马尔库塞所刻画的商业经济中的“单向度状

态”。下文作进一步说明。

（一）肯定性理性思维高度推崇人的理性能力

这方面的理解可以追溯柏拉图的观念：（1）形式或本质或始基是离开感性事物而先天存在

的，人类理性能够洞察出隐藏在人们感知的杂乱无章和混乱不堪的日常世界背后的一种完美

的、合理的和明晰的秩序；（2）在人类理性力量的支持下，高度理性的哲学王不仅可以以其推

理能力设计出完美的秩序，而且还可以凭借道德意志来对抗历史命运的衰败法则，进而结束政

治腐败和社会堕落而重新回归黄金时代。为此，柏拉图详尽地阐明一种刚性和静态的最优化的

社会秩序，在这个秩序下，社会没有邪恶，因为它不衰败，也不变化，这就是他的理想国。同时，

柏拉图反对任何对这种理想国的偏离，这也就是为波普尔极力批判的封闭社会。熊彼特就指出，

柏拉图的目的完全不是分析，而是一种理想城邦的超经验的想象，是一种作为艺术创造的城邦。
①

正是根基于这种肯定性理性内涵，现代主流经济学就具有强烈的建构理性特质。具体表现

为，它将抽象的理性模型视为最优状态，而将与这种模型偏离的社会现实视为不理想状态；相

应地，它热衷于对激励机制和最优化理论的探究，热衷于对社会制度作整体的、激进的设计和

改造，而不是去深入剖析现实世界中各种制度所暴露出来的缺陷及其成因，更不是针对这些原

因来寻求“治本”的解决方案。于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家们基于最大化原则或理性选择模型来不

断推出各种新的替代方案，尽管这些方案之间往往还是相互冲突的。事实上，现代主流经济学

所提出的很多政策主张都是如此，如为南美以及苏东社会主义国家设计的“休克疗法”，为全球

化设计的“华盛顿共识”以及中国国企改革中的“私有化”主张，等等。根本上说，人类社会发展

是渐进的，针对社会问题提出的方案也是改良，相应的理论认知也是演进的。既然如此，为何

现代经济学却如此热衷于理性设计呢？根本上，这就暴露出了现代经济学的问题：它已经远远

地偏离了演化学科的特质。之所以如此，就在于冠以“新古典”之名的现在的主流经济学进入

20世纪之后就已经被法国的唯理主义传统改造了。

事实上，数理经济学最早是由法国的数学家和工程师创立的。不同于英国的经验主义者倾

向于依据观察和经验来获取知识，法国人深受笛卡尔建构理性主义的影响，从而热衷于依赖人

类大脑的智性思维来构造深邃的思想体系。
②

究其原因，笛卡儿将怀疑作为正确开始认识的一

种手段，但同时又强调怀疑要有条理性，而有条理的怀疑则依赖于确定的预设前提，这样，有

条理的怀疑就成为一种清除一切无法成为演绎性哲学体系之前提的陈述的方法。也即，基于数

学逻辑的演绎就成为笛卡尔获得确定性命题的基本方法。
③

当然，究竟该将什么看作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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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笛卡儿并不是要确定怀疑什么是合理的或不合理的，而是要确定什么是逻辑上可能怀疑的，致力于将逻辑上有可能怀疑

的一切命题过滤掉，由此找到逻辑上无可怀疑的命题，进而这些命题就成为演绎体系的前提。



人们也存在不同的意见。其中，欧洲大陆的唯理论者相信人类具有获得确定洞见的能力，洛克

开启的英伦经验主义则持一种持久的怀疑和检验态度。进而，笛卡儿怀疑主义在英伦三岛和欧

洲大陆之所以产生出不同影响，就在于古希腊的两大理性思潮在这两个地区的影响程度存在

差异。其中，英伦三岛残留的演化理性主义痕迹更深，欧洲大陆则被建构理性主义塑造得更为

成功。相应地，英国经济学具有更强的演化特性，无论是斯密的古典经济学还是马歇尔的新古

典经济学都是如此。例如，“新古典经济学之父”马歇尔就坚信社会发展是演化而非突变的，从

而持守“自然不会跳跃”的信念；进而，马歇尔认为人类思想也具有连续性，由此强调经济学的

演化性而非构建性。与此不同，法国经济学却深深地根植于笛卡尔的唯理主义传统中，无论是

魁奈的重农学说还是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大多如此。

（二）肯定性理性思维倾向于合理化现状

这方面的理解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观念：（1）形式或本质存在于事物之中，而非先于

或外在于事物；（2）一切运动或变化都意味着内在于事物本质中的潜能的实现，包含事物的一

切潜能的本质就是某种类似于事物的变化或运动的内在源泉的东西。因此，亚里士多德认为，

任何发展中的事物的形式或本质与它发展的目标、目的或最终的状态是同一的，这种思想也深

深地影响以后西方社会的整个思维特质。例如，承袭亚里士多德的本质主义的理智直观理论，

黑格尔就认为，本质处于千变万化的事物之中，并且与变化中的事物是同一的，从而将本质和

现象统一起来。
①

进一步地，本质和现象的统一就构成了现实性，而现实性不仅包含了已经被

实现的可能性，而且也包含了现实存在具有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因此，现实性就具有区别直接

存在的可能性和必然性这两大特征：（1）任何一种抽象的可能性在变化着的条件下都可能变成

一种真正的可能性，都能进入现实性；（2）凡是真正可能的东西都具有必然性，必然性也就成

为现实性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样，通过将本质、现实性和必然性联系在一起，黑格尔就相信，现

实的就是合理的，而合理的也就是现实的。

正是根基于这种内涵的肯定性理性，现代主流经济学就具有强烈的庸俗性特质。其基本信

念就是：自然秩序体现了上帝的理性精神，在自由竞争中形成的市场价格就是上帝设计的公平

价格。为此，现代主流经济学就致力于从自然秩序中抽象出经济人假定，并认为个人利益可以

自然而然地满足社会福利的需要，个人自发的努力足以实现不同经济成分之间的协调。这样，

现代主流经济学就将自由市场、自发秩序、自然规则以及社会正义等同起来。事实上，现代主

流经济学信奉自然和谐一致观，承袭自然主义思维而形成社会达尔文主义理念，将自然界中的

“物竞天择、优胜劣汰”说直接拓展到人类社会中，并赋予一定的伦理而将现实存在的等同于合

理的；相应地，现代经济学人以供求均衡分析来合理化社会现状，进而也就倾向于为现实社会

制度辩护，为既得利益者利益和强势者行为辩护，从而具有强烈的保守主义倾向。

事实上，古希腊就集中关注了交换正义和公平价格这些核心主题，承袭这一传统，中世纪

的经院学者也关注市场交换问题。不过，不同于古希腊学者主要从客观的价值标准来探究公平

价格，晚期来自西班牙—葡萄牙萨拉曼卡学派的经院学者们认为，公正或正义价格是一种自然

价格而非法律或律令规定的价格，这种自然价格是在竞争性的市场中达致的，它并不为任何人

事先所知，而只有上帝才可能事先知道。为此，萨拉曼卡学派就放弃了对正义价格的“徒劳”探

究，转而探究市场秩序和市场行为，并为其合理性进行论证；同时，基于对公平价格、竞争以及

垄断等的探索，萨拉曼卡学派还表示了对政府定价行为的不满，并极力反对法定价格。
②

显然，

98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2019年第3期

①参见[英]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郑一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4页。

②[美]谢泼德、狄雍：《产业组织理论先驱》，蒲艳、张志奇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1页。



经院哲学对后世的经济学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魁奈把物理法则定义为“所有自然现象

被规定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显然是对人类最有利的”，同时将道德法则定义为“人类每一行为的

规则，而这种行为也是服从显然非人类最为有利的自然秩序”，这两种法则合起来就是所谓的

“自然法”，它们都是不变的、尽可能好的法则。
①

同时，重农学派的“自然秩序”观不仅是源于经

院学者挖掘和倡导的自然法则，而且还进一步影响了后来的斯密、李嘉图、萨伊以及瓦尔拉斯

等人，并塑造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基本特征，最后发展出了“无形的手”原理、一般均衡理

论、福利经济学三大定理、科斯中性定理、边际生产力分配净尽定理、利益和谐论、有效市场说

以及“as if”假说等一系列为市场辩护的理论。

五、  唯理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统一”

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根植于肯定性理性思维之中，西方社会哲学以及现代经济学的理论

体系都带有深深的逻辑断裂和思维紧张，乃至推出的政策主张也往往趋向两个极端。一方面，

经院学者的自然价格、重农主义的自然秩序、巴斯夏的和谐秩序、哈耶克的自发秩序、斯密的

“无形的手”原理、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萨伊的供给创造需求说、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以及

现代福利经济学定理等，都根植于肯定性理性思维之中；另一方面，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柏

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目的因、卢梭的普遍意志、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斯宾格勒的文化

生态学以及现代激励理论等，也根植于肯定性理性思维之中。事实上，正因为根植于西方主流

的肯定性理性之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预言了不断前行的社会阶段论，并试图通过引入人的有

意识活动来改造现实社会，从而吸引了大批自然科学工作者参与探索之中；奥地利学派反对马

克思主义中暗含了历史主义倾向和理性自负，却认定市场中无数人的自发活动将推动社会制

度的不断优化，从而根植于另一种肯定性理性之中。显然，这两种肯定性理性主义无论在理论

认知上还是政策寓意上都存在截然的对立，体现了社会达尔文主义与唯理主义两种截然不同

的社会认知观；但与此同时，也正是由于这两种社会认知观都根基于肯定性理性思维之中，这

一共性也就构成了现代西方社会政策在两个极端之间相互转化的内在基础。

（一）两者“统一”于黑格尔学说中

本质上，亚里士多德所讲的“形式因”或“目的因”与柏拉图的“本性”或“灵魂”是同一的，只

不过，亚里士多德用乐观主义取代了柏拉图的悲观主义，将事物的本质与其可感知的现象联系

起来，认为事物发展的总趋势不是衰败运动而是本质的呈现，从而也就不再诉求对理想国的构

建。相应地，黑格尔为现实辩护的思想也是承袭了古希腊一元而肯定的理性思潮，承袭了柏拉

图和亚里士多德有关本质在存在和变化中体现的思想，从而将事物的本质和现象统一起来，认

为本质和现象的统一构成了现实性。两者结合的逻辑是：一方面，柏拉图将理念视为对事物本

质和性质的认识，只有理念的东西才是实在的，而易死的东西都是非实在的，从而得出了“理

念=实在”等式；另一方面，黑格尔将理念视为某种心理的、精神的或理性的东西，是具有自我

意识的理性，它指明了存在作为逻辑和理性的合理结构，理性则是对全部实在这种理念的确

信，从而提出了“理念的=理性的”等式。进而，这两个公式相结合就产生出“实在=理性”等式。
②

由此就有：（1）真理不仅是思想的本质，也是发展中现实的本质；（2）历史既是理念的成果，也

是理性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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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对此的分析逻辑是：（1）有机体包含了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其中，主观方面是其内

部的或潜在的指导原则，由此孕育出生命；客观方面则是其外部的或显性的本性，与其他事物

遭遇。（2）主观目的通过中项与外在的客观性相结合而实现了有机体的统一，其中，目的论出

自一种主观的或观念的内容（或内在本质），经过生产活动中的实现过程，达到观念内容在最

终结果中的客观化，也即实现了目的性行为或劳作过程与生产活动这一手段的结合。为此，黑

格尔强调，一个有机体的诸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就是对隐含在该有机体发展中每一部分和阶

段中的意图的表达和明确。其中，隐含状态的意图就是有机体发展过程中的“主观目的”或“内

在本质”，而整个过程的完全展开就是该过程的“客观目的”或目标，而这个“客观目的”也就是

本质想要实现的东西。
①

由此，黑格尔就认定，每个社会现象都表达了一种内在的目的性活动，

社会各发展阶段的统一也就展示了各阶段在变化着并相关联的适当性层次上显示其意图的结

果；进而，理性也就在无数的偶然事件中通过它们得到断言，而本质则体现为各现象之和。基

于这一逻辑，黑格尔还发展出了不同取向的两类学说及其相应的社会认知和政策主张。

一方面，基于肯定性理性思维，黑格尔剖析了事物的演化规律，进而发展出这样两大学说

为现实辩护。（1）绝对理念说。理念（精神）是世界的主宰，千变万化的世界的发展趋势是走向

理念，而事物本质则永远存在于客观世界的现象中并在发展着；相应地，变化着的世界就处于

一种“显现”或“创造的进化”的状态之中，并走向一种“本质上自我实现中的和实现了的目的

因”。（2）对立统一说。真理与理性以相同的方式发展，那些在发展的最后阶段诉诸理性的东西

也必然是真实的，
②

因而思维与存在就是统一的过程；同时，只有现实自身变成合乎理性，理性

才能主宰现实，由此需要主体将其全部容量渗入自然和历史中，此时客体的现实也就是主体的

体现，因而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对立也就变成相容性和同一性。在这里，黑格尔将理性和现实、

主体和客体统一起来，进而就将实在的发展与理性的发展相等同；于是，黑格尔得出这样的结

论：一切合理的都是实在的，一切实在的必然是合理的。
③

同时，黑格尔所指的“实在”并非经验

主义意义上的，而是指作为全体的样相，是指复杂多样的全体，黑格尔称之为“绝对”；显然，

“绝对”又是精神的，绝对理念是思维者自身的思想，进而体现了事物的对立统一和矛盾运动，

从而导向了辩证法。
④

在很大程度上，黑格尔对社会存在的这种认知与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及现

代主流经济学的“as if”假说是一致的，它从现实成败中来评判优劣。

另一方面，基于肯定性理性思维，黑格尔诠释了自然法和自然秩序，从而又发展出另外两

大学说为强权辩护。（1）“强权即公理说”。通过将实在与理性以及理性与真理相结合，一切实

在的事物就被视为必然的和合理的；相应地，这种伦理实证主义自然地就在力量与权利以及强

权与道德之间画上了等号，进而也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历史发展将不断推进人类自由和正

义的进步，并且内在于强权国家之中。（2）战争正义说。理性构成国家和集体的民族精神，因而

民族精神也就决定了国家或集体的历史命运，而每个时代都由某些民族担负起引导世界发展

的使命；相应地，一个“希望成为存在”的民族就只有在战争取得胜利才能在历史的世界法庭中

证明自己，而战争反过来也会保持国家的道德健康，保护人民免于持久和平所带来的腐蚀，并

抑制内部的动荡局面。在这里，黑格尔强调理性和现实的统一并不始终存在，因而当现实的和

潜在的之间存在差异时就出现了现实被影响和改变的压力，进而把事物的对抗、对立和对立倾

向等都解释为一种战争；相应地，黑格尔将对立面的战争视为自然发展的动力，是促使对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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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化中统一的动力，其中的优胜者则体现了理性和真理的要求。
①

在很大程度上，黑格尔又

过度美化了世俗的成功者和优胜者，进而将亚历山大、凯撒和拿破仑等战争征服者都视为英

雄；相应地，这种学说不仅产生了伦理实证主义思潮，而且预示了强调社会控制和公共政策的

社会思想和政治计划的发展，这些都为法西斯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
②

（二）两者“统一”于法国经济学中

肯定性理性是西方社会的基本思维，因而唯理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也就构成了西方社

会的基本文化特质。例如，黑格尔的学说就与加尔文的“预定论”一脉相承：一方面，加尔文认

为只有为上帝所特选的人才能获得救赎，这与黑格尔的绝对理念说相一致；另一方面，加尔文

又认为世俗的成功是获得赦免的一种显著标志，这又与黑格尔的战争正义论相一致。
③

相应

地，肯定性理性思维也渗透在西方经济学中，因而唯理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在西方经济学中

也可以找到共同的思维基础。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法国经济学的特质和演化中窥见一斑。

相对于英国由苏格兰道德哲学家所阐明和承继的经验的和演化的理性主义传统，法国由笛卡

尔和百科全书派学者所阐发的是一种先验和建构的理性主义传统，这种建构理性主义传统根

基于肯定性理性思维，并渗透在法国经济学说、理论和政策之中。具体表现为：（1）法国经济学

借助人的理性认识来思考整个宏观经济的均衡问题，并进而意图通过国家干预来构建更美好

的社会秩序，这是对人类理性的肯定；（2）法国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又根基于自然秩序观念并从

自然秩序来认识社会秩序，并进而意图通过均衡和数理分析来解释事物之间的一般联系，这是

对现实存在的肯定。

一般地，肯定性理性思维根扎得越深，那么内含的紧张关系也就越强烈，政策趋向也表现

得越极端。这些也可以在法国经济学的分析思维和法国社会运动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一方面，

唯理主义思维和建构主义政策深深地嵌入在法国经济学之中，主要体现为：（1）在重商主义时

期，法国的柯尔贝尔主义建立了一整套比英国力度更大、范围更广的重商主义保护政策，利用

国家财力创办了一批大型企业；（2）从重商主义向古典经济学过渡时，法国又采取了比英国更

为激进的变革方式，重农主义完全否定和抛弃了重商主义而把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到生产领域；

（3）在边际革命时期，瓦尔拉斯及其开创的洛桑学派采取了最为坚决的与古典经济学决裂的态

度，它所拓展的一般均衡理论嵌入了强烈的建构理性主义思维。另一方面，社会达尔文主义精

神也充盈在法国经济学之中，主要体现为：（1）重农学派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在经济思想和经

济政策中引入自然秩序，强调人类社会应该遵循自然规律的要求；（2）此后，无论是萨伊定律

还是瓦尔拉斯一般均衡都隐含了自然秩序的观念，都是对市场秩序的承认并为自由市场辩护。

当然，对一般均衡秩序的形成，也有不同的理解：一方面，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往往求诸神谕上

帝，由上帝理性设计的市场秩序和自然世界中必然会体现真正的人类理性和社会正义，这样，

就为自发市场和演化秩序进行辩护；另一方面，一些理性主义者则倾向于将拍卖者由虚无的上

帝替换为现实世界中的计划当局，计划当局制定了一系列具有强烈建构理性主义的经济计划，

这样，肯定性理性也就发展到了建构性理性。

根本上，无论是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还是英伦三岛的经验主义都根基于笛卡尔的哲学，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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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两者都具有强烈的先验性。笛卡尔将思维视为独立于肉体的存在，将精神和物质视为两种

不同的自给自足的实体，两者之间不能以任何方式相互影响和作用；同时，由于思维和自然都

是源于上帝旨意的独立存在，因而人类思维就可以独立地对自然进行认识。显然，当我们认为

自然事物具有自身的演化规律，并会朝好的方向演进，这就是对现实世界的肯定，体现为盎格

鲁理性传统；相反，当我们认为人类有能力认识自然秩序，并设计出与之相符的社会秩序时，

这就是对人类理性的肯定，体现为高卢理性传统。这意味着，无论盎格鲁文化还是高卢文化都

根植于肯定性理性，只是所侧重的内容有所差异：盎格鲁文化逐渐认为自发秩序演化将反映人

类理性的要求，从而导致演化理性主义的兴起；高卢文化则认为人类理性可以摆脱自在事物的

摆布而主宰它们，从而导致建构理性主义的偏盛。同时，随着肯定性理性经过宗教的改造而先

验化，理性成了一种客观存在的力量，这就促使建构理性和唯理主义的不断壮大，并构成了欧

洲各国深层的文化和思想基础。
①

同样地，肯定性理性也构成了德国和法国在哲学思维上的共同基础。马尔库塞就指出，德

国哲学家往往倾向于将自己的哲学基本原则和法国大革命鼓吹的社会理想联系在一起，康德、

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的著作大体在理性基础上建立国家和社会以便使社会政治制度符合个

人的自由和利益，而这都是对法国大革命提出挑战的一种反应。
②

例如，黑格尔就认为法国大

革命产生了这样的后果：所带来的历史决定性转变就是人类达到对精神的依赖，并且敢于使既

定的现实服从于理性的原则。
③

根本上，黑格尔的“思辨同一性”与莱布尼茨的“单子论”存在显

著的承继性和关联性。莱布尼茨认为，世界由无限多的单子组成，这些单子之间既独立又相协

调，和谐运行就像一个有机体的各部分那样共同行动；其原因就在于，这些单子是由上帝创造

的，上帝在创造精神和肉体时一开始就预先确立了两者间的和谐关系，因而一切事物之间的同

时变化也就体现了上帝预设的和谐行动，上帝就是一切现象的终极原因。
④

正是由于上帝创造

了世界，从而就拥有对世界的完善知识；相反，人只是被创造物，从而不能完善地认识世界。同

时，尽管世界不为人所知，却是现实的；因而就有：真理就等同于事实。既然如此，我们又如何

认识世界呢？维科提出一种既可全知又能反映现实的新科学：人与上帝合作，从历史中找到

它，从而又导向了历史主义方法，进而导向了社会达尔文主义。
⑤

六、  反思现代经济学的肯定性理性思维

由于根植于肯定性理性思维之中，现代主流经济学就内含了思维的紧张和逻辑的断裂：一

方面，它致力于数理建模以及可理性策略的求解，并依据这种逻辑结论来构建完美秩序或者改

造现实制度；另一方面，它又将现实状态归结为个体理性的社会互动，进而依据伦理实证主义

将之合理化。相应地，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社会认知和政策主张往往也就呈现出两个极端的转

换：一方面，随着诉诸自然的社会秩序陷入内卷和停滞之时，对人类理性的肯定就开始膨胀，

从而就会滋生出激进的革命主义思潮；另一方面，随着诉诸人类能力的社会变革暴露出“理性

的自负”之时，对现实世界的肯定就迅速抬头，从而转向对自然秩序和自由市场的盲从。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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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哈耶克就指出，英国的演化理性也已经很大程度上被建构化，以致现代社会中被称为“自由主义”的并不是真正的自由主

义，因为它受到了在法国得势的建构理性主义的解释而已经大大走样了。

②③[美]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黑格尔和社会理论的兴起》，程志民等译，重庆出版社1996年版，第3、第5页。

④[挪]奎纳尔·希尔贝克、尼尔斯·吉列尔：《西方哲学史：从古希腊到当下》，童世骏、郁振华、刘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

版，第277页。

⑤[英]罗素：《西方的智慧》，崔权醴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224–225页。



如何化解现代经济学思维上的矛盾和紧张呢？如何避免经济政策上的极端化取向呢？波普尔提

出的批判理性主义强调，只有通过否定和批判才能促使理论的发展。相应地，对现实世界的认

知和发展也是如此。显然，这就启发我们重新审视和反思嵌入在现代主流经济学之中的肯定性

理性思维。

正是根基于肯定性理性思维，现代主流经济学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就遭到了严重

限制。一方面，它热衷于对社会现实的描述和解释，进而加以合理化而一味地遵循和服从。另

一方面，随着肯定性理性进一步衍生出建构理性主义，它又热衷于构建一个均衡的、最优的未

来。结果，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就嵌入了明显的思维紧张和逻辑断裂，进而导致政策主

张也在两个极端间转换。那么，如何化解这种矛盾和悖论呢？西方社会的流行解释是，人的理

性是上帝赋予的，尽管上帝只赋予人类以有限理性，而只有上帝才拥有完全理性；因此，人类

并不能凭借理性认知所有的事物，而只能凭借理性认识世界知识中属于经验性的那部分，另一

部分属于先验性的东西则只能依赖上帝的启示。这就是西方社会的二元认知观。二元认知观渗

透在现代主流经济学中，但没有缓和反而强化了理论思维和政策主张之间的紧张和冲突。

同时，肯定性理性思维不仅渗透在现代主流经济学之中，而且也渗透在其他对立经济学派

之中，甚至渗透在几乎所有的西方学说之中，这就造成了社会科学的不同分支之间、经济学科

的不同流派之间乃至同一学说内部的思维冲突和逻辑紧张。例如，哈耶克的自发秩序根基于肯

定性理性思维，马克思的“等价交换”商品规律也是肯定性理性主义思维的重要体现；也正是由

于将市场交换视为等价的，马克思不得不对剥削现象寻找其他的解释，最终引入了劳动力商品

等概念。究其原因，尽管人类理性本质上是否定性的，无论是自然哲学流派的理性基因还是体

系化时期的改造都促进了肯定性理性主义的不断膨胀，从而最终形成了西方社会基本的认识

特质和学术思维。同时，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这种肯定性理性思维，又促成亚里士多德发展出

了二元知识体系，而阿奎那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希伯莱宗教精神与古希腊理性精神结合起来，

由此就奠定了西方社会的基督教和文化基础，进而确立了西方社会两极化的二元认知观。

当然，嵌入在现代主流经济学中的肯定性理性思维尤其强烈，由此滋生出的内在的逻辑紧

张和思维断裂也就更为显著。究其原因，自边际革命以降，主流经济学就将研究内容日益集中

于工程学领域，而在研究方法上则倾向于照搬自然科学。事实上，现代主流经济学将经济学定

义为一门资源配置和理性选择的最优化技术学科，并且要求在计算成本和预测结果过程中不

带有任何规范评价，由此来更好地仿效物理学；进而，现代主流经济学还将市场机制及市场价

格都视为价值中性的，由此将市场价格视为提升资源配置的唯一工具和衡量经济绩效的唯一

指标。那么，这种对市场的肯定是合理的吗？其实，经济选择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带有价值判

断，大多数经济学人也在规范性地使用市场和价格，因而主流经济学的选择在以追求科学方法

的严密性和精确性的幌子下也就嵌入了明显的主观评价。
①

例如，在物理学中，只要达到均衡，

就是“自然”的；相应地，主流经济学也将均衡视为一个目的，均衡价格导致市场出清，从而就

是好的。正因如此，现代主流经济学往往偏好于寻求确定解，致力于构建均衡模型，这可以从

经济增长、经济周期以及博弈精炼中看出。所以，克莱因说：“市场价格就确实以经济学家唯一

需要的那种方式表达了社会价值。”②

问题是，市场出清的定价就一定合理吗？自由市场竞争一定能够实现社会效用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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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朱富强：《经济学科的价值取向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意识形态》，《当代经济研究》2017年第4期。

②[美]克莱因：《经济学：配置还是评价》，载[美]图尔、[美]塞缪尔斯主编：《作为一个权力体系的经济》，张荐华、邓铭译，商务

印书馆2012年版，第20页。



吗？其实，奥地利学派的维塞尔很早就指出，现实市场价格主要由效用和购买力共同决定；相

应地，奢侈品就根据富有阶级的购买力来估价和支付，低劣品价格则根据穷人的购买力来估

价。由此衍生出的市场现象就是：（1）在消费需求上，穷人无法对交换价值远大于自然价值的

奢侈品产生需求，而富人在消费由穷人购买力定价的必需品时因交换价值远低于自然价值而

享受巨大的消费剩余；（2）在生产供给上，厂商会致力于生产那些能够获得较高交换价值的奢

侈品，而对穷人需要的必需品则充耳不闻。试问：这种市场真正出清了吗？真正实现社会效用

最大化了吗？克莱因就指出，“对许多经济学家来说，价格理论无疑具有吸引力，（重要的是）它

使得价格体系的机制得以细化。但即便是市场价格仍然发挥作用的经济部门中，价格理论也留

下了很多没有涉及的问题”，事实上，“仅仅关注配置的学科永远不可能让我们‘充分认识’所作

的选择”①
。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就需要重新审视事物存在与其合理价值的关系，应该以否定性理性来

审视现实存在的市场机制，进而就可以对流行的市场理念进行批判性审视。事实上，我们在其

他文章中已经一再指出，每一个现实存在都必然有其存在的条件，但这并不意味着，现实存在

就是必然的，现实存在就体现出其合理本质。相应地，在自生自发的“自由”市场竞争中，优胜

者并不就是优秀者，优胜者的选择关键在于竞争规则和相应的制度安排。
②

为此，金岳霖强调：

理有固然，势无必至。汪丁丁则说，理论智慧要求思考的是“理”，实践智慧要求感悟的是“势”。
③

这至少说明，我们在认识和改造现实世界时，必须充分认识现实世界的各种现实条件；进而，

就不能以基于唯理主义建构的逻辑化市场理论来为现实市场辩护，或者索性将之归咎为神秘

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否则必然无法发现真正的社会问题。不幸的是，现代经济学人也刻意地吸

收和借鉴心理学、生物学以及众多自然科学的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但是，他们往往忽视这

些基础知识的来源以及哲学基础，从而也就无法恰当和自如地运用这些知识，也就削弱了他们

认识和分析具体现实问题的能力。

七、  结　语

人们对现实世界的看法，大致可以区分成两种思维和态度：肯定性理性思维和否定性理性

思维。实际上，人类不同于其他动物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理性，能够从实践中汲取经验和教

训，进而有意识地改进缺陷；但同时，人类理性又是不断发展的，任何阶段的理性都不足以认

识到人类社会中的各种不确定性，无法由此构建一个完美的社会秩序。因此，无论是从起源学

还是从本体论上看，人类理性根本上都是否定性的而非肯定性的，它致力于对现实存在的观察

并由此发现嵌入其中的问题，进而通过“干中学”来不断解决这些问题而推进人类社会的发展。

进而，这种否定性理性嵌入在辩证法思维之中，而与流行的形式逻辑存在冲突。

不幸的是，根基于自然主义思维，在西方社会中发展壮大的却主要是肯定性理性而非否定

性理性。正是受肯定性理性的支配，西方社会就经常性地爆发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激进

运动，而现代主流经济学所推出的经济政策也呈现出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不断转换。同

时，由于肯定性理性构成了西方社会的基本思维，渗透在西方文化和学说之中，因而它也就不

仅体现在现代主流经济学中，而且也嵌入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之中。譬如，一方面，马克思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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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美]克莱因：《经济学：配置还是评价》，载[美]图尔、[美]塞缪尔斯主编：《作为一个权力体系的经济》，张荐华、邓铭译，商务

印书馆2012年版，第23、19页。

②朱富强：《“蟑螂性生存”还是“优胜劣汰”？——基于现实收入分配之决定机制的思考》，《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12期。

③汪丁丁：《新政治经济学讲义：在中国思索正义、效率与公共选择》，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12页。



辩证法而提出了社会发展阶段理论，在对社会发展的分析中引入了矛盾冲突和对立统一的辩

证法思维，而这种辩证法根本上也是根基于自然主义思维，进而嵌入在肯定性理性思维之中。

基于这一思维，马克思认为，社会发展将会按照不断优化的方向向前运动，在未来的共产主义

就会进入全面自由状态，此时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身的自然本性生活，甚至不再需要人类制定

的法律和国家组织等。另一方面，马克思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而强化了社会决定论，在这里的分

析中辩证法将可观察的变化都归结为某个唯一的分析结论，从而具有明显的还原论倾向；同

时，辩证法意味着社会发展沿着正—反—合的螺旋顺序而不断展开、不断进步和不断成熟而走

向共产主义，这就带有预先决定的色彩。基于这种预先决定论，马克思学说不仅预告未来社会

的来临，而且还可以通过阶级斗争等促使理想社会的加速到来，进而为之设计了最优路径。由

此，我们也就需要更深层次地审视嵌入在马克思学说中的历史唯物主义，因为它也嵌入了深深

的肯定性理性思维。
①

最后，正是由于自然主义思维和肯定性理性渗透在整个西方文化之中，因而西方学者大多

热衷于用数学来思考和表达现实世界（自然世界和生活世界）。事实上，伽利略早在17世纪20年

代就提出，所有问题都必须用数学来回答，因为自然之书是用数学写成的。
②

正是由于数学被

赋予了如此重要的角色，现代科学主义就主张，为了使研究客观和可靠，研究过程和推理也必

须用数学来表达。劳森就写到：“对很多人来说，似乎如果一个研究领域要想是科学的或具有产

生知识活动相应身份，抑或被视为严肃的，它就必须采取一种数学形式，这纯粹是一个无须争

议、无须质疑的信仰问题。”③
受此影响，现代主流经济学就热衷于数理建模和演绎分析，乃至

将数理模型当做“理论”本身，由此就形成了一股强烈的数理拜物教。
④

而且，不仅集中于工程学

领域的新古典经济学是如此，而且很多非主流经济学也受到数学的诱惑，如不少马克思经济学

人也致力于打造数理马克思经济学。
⑤

所以，劳森说：“经济学中数学化理论的持久力在某种程

度上归功于我们广阔的文化中对数学的感知方式”，“当前的经济学数学化是一种在很大程度

上被制度化的现象”。
⑥

从这个意义上说，反思现代经济学的形式化和数理化取向，也就需要揭

示嵌入在整个西方文化和认知之中的肯定性理性以及更为基础的自然主义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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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itive-Rationality Thinking and the Dilemma of Modern
Mainstream Economics: The Root of Paradox between

Rationalism and Social Darwinism

Zhu Fuqiang
( China Economics Research Center，Henan University，Henan Kaifeng 475004，China；Lingnan College，

Sun Yat-Sen University，Guangdong Guangzhou 510275，China )

Summary: From ancient Greece，two traditions of rationalism have been bred in Western
society. One is negative rationality，which contains two main connotations：（1）recognizing the
shortcomings of human rationality；（2）recognizing the irrationality of the real world. Negative
rationality leads to the thought trends of pluralism，evolutionism and empiricism，and then shapes
a kind of contradictory，dialectical and critical two-dimensional thinking mode. The second is
positive rationality，which contains two main connotations：（1）affirming human rationality；（2）
affirming  social  reality.  Positive  rationality  gives  rise  to  the  thought  trends  of  monism，
constructivism and transcendentalism，and then shapes a kind of one-dimensional thinking mode
without negativity，criticism and transcendence.  At the same time，because the thinking and
cognition is from the exploration of nature，the rational thinking in Western society shows the
trend of development from negation to affirmation，from evolution to construction. As a result，
positive rational thinking is expanding and eventually gains a dominant position；accordingly，it
lays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inking  in  Western  society，and  further  constitutes  the
philosophical and methodological basis of modern economics.
　　However，there are serious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he two main connotations of positive
rationality. On the one hand，the affirmation of human rational ability brings out rationalism，
which stimulates people to establish a perfect ideal society；on the other hand，the affirmation of
the  real  world  derives  social  Darwinism，which promotes  people  to  accept  reality  without
criticism. Applying this to social practice also brings great confusion：the former leads to “fatal
conceit” in the sense of Hayek，and the latter leads to “one dimension state” in the sense of
Marcuse. In fact，rooted in positive rational thinking，the modern mainstream economics tries to
build a rational choice framework. On the one hand，it designs and guides social system reform
based on the  rational  model；on the  other  hand，it  rationalizes  the  reality  based  on ethical
positivism. Furthermore，its social cognition and policy propositions tend to shift between two
extremes：on the one hand，it turns to Keynesian economics with active intervention when the
spontaneous market fails seriously；on the other hand，it turns to neoclassical economics with
laissez-faire when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fails seriously.
　　Therefore，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the modern mainstream economics contains serious
internal thinking tension and logical  fault，which severely limits its  ability to find and solve
problems. Obviously，this inspires us to re-examine the positive rational thinking embedded in
modern mainstream economics. In fact，human rationality is negative in essence，which embodies
the ability to observe and discover the real existence. Unfortunately，positive rationality unifies
thinking and reality，thus reflecting the alienation of human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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